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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避免“农民意识”批判本身又陷入农民意识的怪圈,有必要超越农民意识外在的价值表现,挖掘

其背后隐性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中国人传统天人合一式的思维结构中,“自我”与“对象”之间存在的认识论“颠
倒”被习惯性地回避,难以凝练出精神性的自由人格。其结果要么沉溺于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世俗伦理,要么停

留于空洞的自然状态,放弃个体生命的成长。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心理模式分析为克服

市场异化、培植市民意识发挥着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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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传统文化批判以来,
“农民意识”也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尤其是在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从农民意识向市民意识的转变开始成为一种文

化自觉。而吊诡的是,当我们一面批判农民意识的

时候,一面又存在难以割舍的“农民情结”。这种爱

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恰好表明:我们的“批判”本身在

理论上是难以自洽的,乃至于这种“批判”本身又有

可能沦为一种农民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的

批判还停留于农民意识的诸多表层价值观念之上,
而尚未深入到背后隐性的文化心理模式。在农业文

明通往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唯有深刻反思几千年来

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拷问农民参与市场

经济的主体合法性,从文化上真正推进“人的现代

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不断涌现的“市场乱象”。

  一、“农民意识”的内涵解析

  如果“批判”本身必须预设一个明确的靶向,那
么就有必要明确“农民意识”的核心内涵。然而,对
于农民意识之内涵的理解还存在诸多偏差,并使得

农民意识之“批判”陷入混乱之中。这并非意味着我

们可以武断地选择其中之一来进行批判。批判对象

的选择在于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批判,以及这种批

判本身的意义之所在。因此,有必要梳理当前有关

农民意识的界定。其目的在于,由批判对象出发预

期可能获得的批判效应,并藉此明确批判的目标指

向。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农民意识大致可以归

结为两种。
其一,所谓“农民意识”就是农民的意识,即千百

年来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的以务农为生的人所秉持的

意识,这里的“农民”,无疑代表的是一种职业身份,
或者说是farmer,而非peasantry。在英文中,farm-
er指的是“种田人”,在职业身份的界定上是中性

的,并不存在某种价值附加,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城

里的人如果改行务农,也是一个farmer;相反,peas-
antry则无关乎职业身份,而是农业文明世代形成的

特定价值观念的载体,即便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如
果没有摆脱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那么他也是一个

peasantry。如此一来,当我们批判这种农民意识

时,矛头便不是指向意识本身,而是农民这一意识主

体。因而,只要是一个农民,不管其意识状态是否具

有先进性,就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这种批判虽

然隐含着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民这一职业群体意识的

影响,但如果不考虑意识本身的历史传承及其相对

独立性,它便会沦为一种“职业歧视”。
其二,认为农民意识是传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

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与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

起,因而也是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意识。这种

界定强化的重点在于“意识”本身,并因此也使得“农
民”这一概念获得了一种价值附加,此时的农民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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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farmer,而是peasantry。按照这种理解,农民意

识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批判。但问题并没有因

此变得简单,因为这一群体价值观念的两面性(既有

传统精华,也有“封建糟粕”)使得批判本身丧失了合

法性。破解这一问题的杀手锏自然就是所谓“一分

为二”“辩证地看待”,或者一个更为简单彻底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农民意识的内涵中添加一个“落后”的限

定词,剩下的任务就是如何区分“先进”与“落后”了。
这种价值批判自然有其合理性,在中国这一个

传统的农业大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意识批判甚

至可以泛化为一种国民性批判,一度发挥着一种思

想上的“启蒙”作用。但时至今日,国人对“启蒙”的
理解并没有获得“正本清源”。启蒙(enlighten)本义

为光明、光照,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启蒙也喻示

着用理性之光驱散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然而,“理
性”却并不意味着某种现成的与“封建迷信”相对立

的“科学思想”,而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诉求方式,即批

判依靠专制政权所获取的“语言霸权”,强调理智、自
由地表达思想,正如康德所讲 “启蒙是为了使人类

走出一种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这种不成熟状态

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

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

动的口号”[1]。可见,启蒙不是用一种价值观念来批

判或替代另一种价值观念,农民意识批判要想真正

发挥启蒙作用,绝不能将农民摆在“受教育者”的地

位,要求他们“只许科学,不许迷信”,这恰恰是对启

蒙的悖离。将“农民意识”的内涵局限于某种价值观

念,随之而来的批判或许客观上有利于提升整体的

国民素质,但却加深了他们的“不成熟状态”。
鉴于此,有必要厘清对农民意识之内涵的理解,

将其看做一种“文化心理模式”。所谓文化心理模

式,也称文化心理结构,是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在

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是
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背后共同

的支撑点。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是显性的,也是历

史性的、多样化的。描述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有许

多词语,比如勤劳、简朴、安分、守旧、注重血亲、崇尚

乡土、小富即安、平均主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每
一种价值观念只是作为一套价值体系的农民意识的

某一方面,而这种经验归纳的方式显然不能穷尽其

整套价值体系,这就意味着必须挖掘显性的价值观

念背后更为隐秘的东西,也就是文化心理模式。相

比价值观念的历史性与多样性,文化心理模式是深

层次的、较为固定的,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存

在,但又处于不知的状态。即便我们批判了某一价

值观念,但如果不消除其背后的思维模式,那么它还

会变相地再次显现。因此,只有从文化心理模式的

层面来理解农民意识,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概念的独

特内涵,针对它进行的批判才更为彻底。
这就意味着,必须将“农民”这一职业身份及其

所包含的价值悬置起来,而仅仅看做几千年来中国

人思维积淀的一种客观呈现。因而,对“农民意识”
的界定并不在于口头或字面上的价值诉求,而在于

话语背后隐性的思维模式。如果中国人至今仍然受

制于这种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将他们称

之为“农民”。因此,正确理解“农民意识”有待于揭

示其背后隐形的思维模式。

  二、文化心理模式的二元结构分析

  意识是“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这就

须将文化心理模式纳入到一种二元结构分析之中,
以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自我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如何

成为推动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内在动力?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发源之初都处于一种物我不

分的混沌状态,自我与对象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界

限。然而,作为一个“人”,就必须具备自我与对象的

区分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只能是一种“无
意识”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用“自我意识”
代表“人”。当然,自我意识成立的前提又必须是“对
象意识”,即意识到外在于自己的对象的存在,否则,
自我便是没有边界的。

一种文化的开启缘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
鲜明地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中:自古希腊开

始,西方文化就呈现出自我与对象之间分离与抗争

的态势:如果说在旧的泰坦神系中巨人族还没有摆

脱自然的羁绊,那么在奥林匹斯新神系中,神的形象

已经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此种趋势在苏格拉底的

理性神以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进一步获得了哲学

上的理性表达,开启了西方文化相互对立的两级世

界。这一传统在中世纪宗教生活中持续发酵,用一

千多年的时间纯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
由文艺复兴所引发的“两大发现”使得西方哲学关注

的基本问题转移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

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至此,主客二分的思

维模式真正获得了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文化自觉。
然而,在这种认识论模式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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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生存论关系。一方面,主体的存在维系于对

客体的追问,只有从客体(objection,在英文中也指

“对象”,即与主体“迎面而对”)中才能发现自我存在

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对象意识”意味着,必须把对

象看成自我,或者说对象就是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

自我,这种反射毋宁说是一种反思(reflect,英文中

也指“反射”),即在非我的、异化的经验世界中不断

地凝练出自我。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则被认为恰

恰就是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经

验过的东西,即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

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

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

才呈 现 出 它 的 现 实 性 和 真 理 性,才 是 意 识 的 财

产”[2]。所谓“意识的财产”即自我对异化的对象世

界之经验活动的内化与积淀,以期告别“直接的东

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将对象

看做自我,这一“自我”本身又会成为一个“对象”,
这就是“自我意识”,即自己将自己看做“对象”。如

此一来,就会形成两个“我”:一个是追问的“我”,一
个是作为对象存在的“我”。然而,如果这一对象恰

好身陷囹圄,苟且偷生,又或者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

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呢? 在对象化的世界中,我们无

法避免这种异化的处境,然则,我们又何以容忍这一

异化的“对象”就是“我自己”呢?
于是,因主客二分而形成的意识结构便呈现出

一种颠倒:不仅将对象看做自我,还要将自我看做对

象,从形式逻辑上讲,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吗?
可见,人的意识结构从本质上就注定了要遭受这种

自相矛盾,这种认识论上的颠倒所导致的恰是人之

生存的悖论,一旦我们从懵懂未开的幼年成长为一

个有意识的“人”,就免不了要遭受这种痛苦。马克

思讲:“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

不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

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

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57。这种不断地将自

我投射出去又返回自身的痛苦过程,正是人从动物

式的“自然人”向具有人格意识的“自由人”成长的

过程。
西方近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正是受惠于这种主客对立的文化心理结构,正如马

克思所讲:“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

存在,是一本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

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88。马克思敏锐地意

识到,工业伟绩的背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证明,
这一历史性的运动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又提升

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并开启了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市

民社会。所谓“市民”,无非就是有人格意识的“自由

人”,这也是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建构的前提。在中国

已在步入现代化,并建构起市场经济的现实语境中,
我们当然可以在“中国道路”的口号下寻求自身发展

的独特性。然而,不从西方文化这面镜子中反观自

身,或是一味地诉诸“祖宗之法”,必然切断现代化之

路自我生长的空间。我们或许没有必要学会西方人

的思维模式,但绝对有必要追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

形成这种思维模式? 这种追问将导向对中国人文化

心理模式的“心理学”分析,“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

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

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

富的和真正的科学”[3]89。

  三、超越农民意识:由自然而自由

  文化心理模式的二元结构分析表明,自我与对

象的认识论颠倒所激发出的超越性,促成了人从自

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提升,这正是超越农民意识的

关键所在。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价值观

念,我们可以很便捷地采取“拿来主义”,但文化心理

模式的变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超越农民意识

将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首要的工作在于,对中

国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心理模式予以彻底的反思。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文中

认为,雅典国家的建立,推翻了原始氏族制度最后的

残余:“代替他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

以曾经用诺克拉里实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

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

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4]。中国人传统的国家

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始终缺少这样一种对

象化的中介,而是一种自然的、直接的状态。所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说孝敬父母还需要理由

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并且,正因为它是自然

的,才称得上是真情实感,否则就是一种“人为”的造

作。李泽厚先生也讲,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
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
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

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5]。然而,在中国人

习惯自然的情感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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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发挥的空间,这就抽掉了道德建构的活水源头,
只是停留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即便是在国家层面,
它也是家庭伦理的放大,忠君不过是对皇帝这一大

家长的尽孝。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

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斩断自然形成的血亲关系,而
是始终停留在天人合一的混沌状态。

而问题在于,天人合一本身却必须预设“天人两

分”的前提,一个喜欢“较真”的人必然因这一前提而

陷入一种认识论的颠倒。然而,传统中国人的心灵

自然是不会被这种矛盾所困扰的,其制胜法宝便是

无视这种分化,或是明知道有矛盾,却偏要保持一种

“泰然任之”的心态。这种文化心理模式将外在于人

的对象当做与自己不可分离的整体,即自我与外在

世界具有一种“同质性”。因而,在人与人之间,我们

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人与对象之间,我们

也习惯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附,这可以用来解

释为什么中国先民眼中的自然界总是充满了诗情画

意。这种意识结构表明,在自我与外在对象之间,并
没有形成一种绝对客观的“认识论”关系,其结果便

是,自我始终受到外在对象的纠缠,沉溺于血亲性的

经验世界和因果链条的自然世界之中难以抽身而出,
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外在对象也始终烙上了自我

的印记,难以保证其客观存在,这使得我们无法形成

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在宗教层面则停留于自然宗教与

实用宗教的层面,尚未提升到真正的精神宗教。
于是,我们在儒道两家文化中都能看出这种文

化心理模式所发生的催化作用。在儒家那里,自我

一头扎进对象世界,试图从家国伦理中寻求安生立

命的根本,这就是农民身上体现出的注重血亲,崇尚

乡土以及忠孝意识。然而,这一外在世界毕竟是一

种“非我”的存在,自我必然处于以血亲为基础的种

种裙带关系的促逼之中。尤其是在传统“三纲五常”
的关系框架中,我们自以为扮演一个好妻子、好儿

子、好臣子的角色,就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殊不知,根本不存在所谓“良心”的最

终标准,它其实是自我意识不断反思的无底洞,其最

终导向只能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自我。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标准,这就表明,那些口

口声声用“良心”作挡箭牌的人,其实质却是对自我

的一种“终止追问”,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寻求

心理慰藉,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在阿Q这一农民形象

中为我们揭示出来的“精神胜利法”。
在道家那里,情况正好相反,自我因为“闭目塞

听”,摆脱了外在对象的束缚与羁绊,方能清心寡欲,
超然独立,所谓“逍遥游”即是如此。老子主张“致虚

静,守静笃”“复归于婴儿”,这种价值取向在农民身

上表现出来就是老实、本分、纯朴、善良,与之相对的

就是城府深、工于心计,这种人往往是不讨人喜欢

的。然而,离开对象这面镜子,不从外部世界中汲取

生命的营养,自我注定是空洞的,没有内涵的,只是

停留在初始的“自然状态”。两千多年来,这种文化

心理结构虽能保证自我的清高,实际上所造就的不

过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婴儿”。我们越是欣赏这种无

知式的“天真”,越是将自己拉扯回一种未经开化的

自然状态,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中寻找所谓的

“自由”。殊不知,真正的自由,恰在于“生命不可承

受之轻”,在于鲁迅先生所讲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固然可以用“活着

就是王道”为藉口来“逃避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一种

自然层面的“活着”,精神上却没有“活起来”,这也是

时下流行的那句“我是农民我怕谁”背后的潜在逻

辑:一旦放弃个人尊严与社会担当,将自己“降格处

理”,便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由此可见,正是从文化心理模式分析中,我们才

能发现农民意识价值表现的内在根源,而这种分析

又是从西方文化这面镜子中反思得来。在西方人的

思维模式中,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一种挥

之不去的幽灵,然而,这种看似负面的心理纠结却能

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生命力,迫使他们在一个异己的

世界中去追问真实的自我,并由此提炼出精神性的

自由“人格”。相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因为

回避主客对立,我们便可以获得一种心安理得,但这

却是以终止自我生长为代价的。

  四、市场经济的冲击效应

  如果说“五四”以来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其矛头

主要指向封建意识,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大

解放的背景下,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其要旨便在于呼

唤一种市民意识了。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市民意识应该是市场经济在意识层面的衍生物,然
而,从逻辑上看,市场经济的前提又是“市民”的存

在,即具备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责任主体,如此方

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近代西方国家市场经

济的确立有其自身的天然优势:一方面,传统的封建

农业经济及其政治势力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自古希

腊以来就存在的原子主义、理性思维以及中世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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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生活对世俗伦理的超越为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

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意味着:西方市民

意识的形成有其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市场经济的

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中国由

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除了直接“拿来”西
方的市场经济之外,培植市民意识便成为题中应有

之义。
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激发了农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主体意识。20世

纪90年代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主

体意识进一步被放大,农民开始从自家的“一亩三分

地”走出来,放眼整个大市场,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

规律来指导自身的经营活动。对农民而言,这一新

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变革在于:在必然的自然界及

其衍生的血亲伦理之外,市场为其打开了一个具有

无限可能性的世界,他开始暴露在一种“绝对孤独”
的处境之中,面向一片虚无,无依无靠,然而,他又拥

有全部自由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必须作

出选择,非此即彼:要么畏惧、逃避这种自由,继续沉

溺于“靠天吃饭”的必然性中;要么义无反顾地投身

于自我世界的建构,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他

怎样选择,他便成为怎样的人,他的选择决定他自己

的命运。可见,市场经济并非必然地促成从农民向

市民的转变,而是提供了一种选择、一种诱惑,促逼

着农民去自我否定。
马克思在批判印度的种姓划分制度时谈到:“它

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

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

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6]。
马克思所谓“自我革命”无疑强调的是一种意识层面

的觉醒,不如此,便只能被世界历史裹挟着前行,某
种程度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也

处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即便是市场游戏规则的确

立,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恐怕也只是充当了一种

“发家致富”的外在工具,在意识层面,始终还亏欠一

个“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的内化过程。我们习惯

于将当前存在的诸多“市场乱象”归咎于制度的不完

善,却往往忽略了我们自己作为市场主体之“合法

性”的自我反思:在经受市场外化的第一次否定之

后,还需抽身而出返回自身,如此,才能将这一外在

的经验过程内化成意识的财产,从而确证自我的主

体性,以免被外在对象所吞噬,沦为市场的俘虏。

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拒斥市场经济还是沉

溺于市场经济,都堵塞了人的自我生成之路。前者

陷于一种“对自然的野蛮崇拜”,后者固然在现代化

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但又坠入一种拜物主义的

困境之中,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没有摆脱“农民”的角

色定位。由此可见,市民意识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

着必然的对应关系,单纯地依赖市场经济来冲击农

民意识,这本身就避免不了“经济决定论”的嫌疑。
马克思强调社会意识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性,需要

尊重意识发展的自身逻辑,这也正是从文化心理模

式上分析农民意识的必要性之所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缘于市场经济的推进,

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忧

虑,这一现象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引发一股以

“国学热”为代表的复古思潮的盛行,要求重拾传统

的道德操守。事实上,传统道德之所以滑坡,更应该

反思的是道德本身是否还具备生命力,以及如何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吸收精华,改进创新。在复古思潮

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总能发现国人挥之不去

的“农民情结”,它也表现在当前一系列“心灵鸡汤

式”的文化套餐中,用一种“心理按摩术”将我们束缚

在熟悉的“家乡世界”,在软绵绵的情感体验中继续

软化着我们的生命力。康德曾经批判过这种“软化

性质的激情”:

长篇小说,哭哭啼啼的戏剧,干瘪的伦

理规范,都在卖弄着所谓的(尽管是虚假

的)高贵的意向,实际上却在使人的心变得

干枯,对于严格的义务规范没有感受,使任

何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使人

的权利(它是完全不同于人的幸福的)以及

一般地使一切坚定的原理都不可能;……
还有虚假的谦恭,它以自我藐视、即用摇尾

乞怜的伪装的忏悔和一味隐忍地内心克制

来建立一种人们唯一有可能使最高存在者

喜欢的行为方式:这些就连和那能够归于

美的东西都不相容,更不用说与那可以算

作心性的崇高的东西相容了[7]。

两百多年前康德这番诗化的语言,恰到好处地

反映出我们当下还在大行其道的农民意识。康德强

调“要有勇气去利用你自己的理智”,在充分市场化

的今天,是否有“勇气”去直面种种异化现象,从“他
乡世界”中拷问自我,才是成为合格市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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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 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

文化的反叛就已经触及到农民意识批判,然而,囿于

时代条件的纷扰,尤其是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这种

批判难以真正专注于文化心理模式本身,也未形成

一套超越性的理论建构。建国以后,集体主义成为

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武器,但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反而窒息了个体的能动性。改革开放掀

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为个

体生命敞开了一个自由开显的广阔天地,旧有的家

园面临市场的强势冲击,农民被迫在痛苦的抉择中

开启自我拷问。
不难发现,近一百年来,历次的农民意识批判总

是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
然则,一味地紧扣时代的脉搏,便有可能被历史拖拽

着前行,因而,在尊重社会存在的基础地位的同时,
更要发挥意识活动的主导性作用,在具体的政治、经

济实践活动之前,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就此而言,农
民意识批判仍然有待于继续推进,尤其是要敢于超

越当下时代所既定的种种生产模式及其衍生的价值

观念,从文化心理模式上予以深刻的反思,这同时也

是一种新的思想启蒙,需要漫长的历史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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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CulturalPsychologicalModelsonPeasantry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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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avoidtheviciouscirclethatthecriticismofpeasantryawarenesssinksintothepeas-
antryawarenessagain,it’snecessarytotranscendtheexternalvalueexpressionofpeasantryawareness,

anddisclosetherecessiveculturalpsychologicalmodelsbehindpeasantryawareness:Theepistemological
reversalbetweenselfandobjectionhasbeenneglectedinthe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structurethat
manisanintegralpartofnature,therefore,it’sdifficultlytocultivatetheimmaterialfreePerson.Asa
result,theysankintothetemporalethicsbasedonconsanguineousrelation,orrestedonbarrennatural
state,andgaveupthegrowing-upofindividuality.Inthemodernizationprocessbasedonmarket,thea-
nalysisofculturalpsychologicalmodelsservesasanenlightenmenttoovercomemarketalienationand
cultivatecitizen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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